
毛泽东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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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一生未曾踏上非洲大地，但他对非洲的影响无处不在、历久弥新。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

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生动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回望历史，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发

展战略上高度契合，中非“从来都是”且“早已结成”命运共同体。毛泽东对非洲国家正义事业的鼎力支持和

慷慨援助，使中非关系经历了外交上从零到有、政治上从陌生到坚定、经济上从小到大的过程，中非双方成为

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情感基础、塑造价值共识、提供基本遵循，为新

时代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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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发展战略上高度契合。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中
非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①。2018 年 9 月，习近平再次提出“中非早已结
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②。“从来都是”“早已结成”的表述，清晰表明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其深厚的
历史渊源。回望历史，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生动体现，是中非人民过去半个多
世纪患难与共、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的历史结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
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③毛泽东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坚定
支持非洲人民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给予非洲人民以无限同情与物质援助，开创了大
国平等对待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崭新历史，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情感基础、塑造价值共识、提供基本遵
循。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毛泽东对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为新时代共筑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启示。

一、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情感基础

情感既作用于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国家、民族、政党和社会的发展。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正向
积极的情感是良好关系的心理纽带。基于中非共同的历史境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毛
泽东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认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坚决支持非洲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争
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中非之间“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④，为中非命
运共同体奠定了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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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患难与共的政治情感
在近代，中国和非洲都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相同的历史遭遇使中非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毛

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朋友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
来。”①新中国刚成立，非洲事务会议主席保罗·罗伯逊就给毛泽东发贺电，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争
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的一个伟大力量”②。毛泽东十分关注非洲大陆的发展变化。1951 年 10 月，毛
泽东指出:“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③

他看到非洲民族解放的曙光，给予非洲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以全力支持，彰显了中非
患难与共的政治情感。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世界上最野蛮和最黑暗的种族歧视制度，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
离法”“土著迁移法”等 70 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殆尽。毛泽东多次
复电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南非非白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争取民主权利和改善
生活条件的斗争给予深切同情和全力支持。1950 年 6 月，南非联邦政府提出的“种族隔离法案”在议会
通过，该法案将占联邦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非白种人( 南非土人、印度人、少数中国人) 禁锢于几个隔离
的地区以内，引起南非各族人民的激烈反对与抗议。毛泽东复电南非共产党人表示完全支持南非人民
合理的抗议。④ 1957 年 12 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 45 次年会，毛泽东致电祝贺，“对南非人民争取基
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⑤。毛泽东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视为非洲
大陆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增添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信心，

也有助于中国打破当时面临的外部封锁，使中国与非洲相互声援，并肩站在一起。
20 世纪 50 年代起，非洲成为全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主要舞台。毛泽东站在世界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指出:“非洲是斗争的前线。”⑥他以最鲜明的态度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都是站在
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⑦，“对于非洲国家任何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都是
支持的”⑧。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和追求民族自立自强的斗争中，中非“同时发现了对方”⑨，结下“患难
与共”的情感，增强了非洲人民斗争必胜的信念。

( 二) 亲和友善的交往情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非之间尚无外交关系，人员往来也极少。毛泽东坦言，“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

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就我来说，不算清楚”�10。他深刻地认识到，认知与了解是中非之间建立交往情
感的前提。为此，毛泽东提议用 1 － 2 年的时间编写一本关于非洲概况的简明图书，并特别强调“内容
要有帝国主义是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
了”�11。遵照他的指示，《非洲手册( 概况部分) 》于 1962 年出版，成为当时人们认知与了解非洲的入门
书籍。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也开始刊文介绍非洲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报道非洲各
国团结合作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最新形势，深刻揭露新老殖民者对非洲资源的掠夺、经济的扩张以及由
此给非洲人民带来的苦难。相同的历史遭遇与历史任务拉近了中非人民的心理距离，为中非亲和友善
的交往情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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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之后，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急剧增加。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大
批非洲国家领导人应邀访问中国。1960 年 9 月，几内亚共和国总统杜尔应邀率团访问中国，这是在中
非关系史上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会见了杜尔。此后，毛泽东
先后会见来访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果总统马桑巴 － 带巴、马里总统凯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苏丹
总统尼迈里、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 20 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
人都非常渴望见到毛泽东。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因病未能会见来访的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以及第二次
访华的加蓬总统邦戈①，为此深感歉疚。1973 年 3 月 26 日，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毛泽东嘱托阿
希乔，“你如果看到他( 西亚德———笔者注) ，替我问候他”②。1975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在病榻上给邦
戈写了一封致歉信:“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③非洲国家领导人因毛泽东对他们访
华的高度重视而感动。1975 年 12 月，只有十几万人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达科斯塔来
访，当谈到中国给予援助时，毛泽东真诚建议他们“先解决困难，吃饭、穿衣问题，然后再援助建设，无息
长期贷款”④。通过与来访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谈，毛泽东充分表达了对非洲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与支
持，增进了中非亲和友善的交往情感。

除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外，非洲人民也十分向往中国。毛泽东反复强调，“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
到中国人民的欢迎”⑤，并重视推动中非各类民间团体的互动往来以加强国家间的交往情感，认为民间
团体“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⑥。新中国成立后，非洲国家青年学生、工会以及妇
女组织等代表团来访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有 18 个非洲各国代表团来访，1959 年增加到
39 个，1960 年激增到 88 个。⑦ 毛泽东亲切会见来访代表团成员，如 1958 年 7 月会见黑非洲青年访华代
表团、1963 年 9 月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等。在会见时，毛泽东向非洲朋友详细询问其国家
的地理位置、经济、人口、面积、语言、气候、河流等基本情况，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斗争策略，并
鼓舞非洲人民在斗争中要团结起来，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毛泽东亲和友善的言行赢得了非洲人民
的尊敬，正如肯尼亚内政部部长奥廷加所说: “毛主席的名字全非洲都知道，甚至有许多小孩都取了主
席的名字。”⑧

( 三) 慷慨无私的互助情感
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及维护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毛泽东除了从政治上、道义上给予支持之外，

还向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武器、物资、人员培训等各项实质性援助。在当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以不求回报的行动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人民为之感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也给予积极声援与支持，中非之间结下慷慨无私的互助情感。

毛泽东高度关注并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是无私帮助的真实写照。1958 年 9
月 19 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9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表示热烈祝贺。此前，法国政要多
次流露出法国要与中国建交的意向，其条件是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毛泽东断
然拒绝了法国的交换条件，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斗争。1960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会见阿
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时表明: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
气。”⑨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展武装斗争期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无偿
提供军事装备、物资和现汇援助。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后，国库拮据，财政经济相当困难。196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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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向阿尔及利亚提供 2． 5 亿法国法郎( 约合 1． 25 亿
元人民币) 无息贷款，用于援建成套项目①，赢得非洲人民的感激与信任。阿尔及利亚贝勒卡塞姆副总
理在访华时讲道:“阿尔及利亚人民热烈感谢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切实的援助。”②

此外，为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还派遣军事专家赴非洲训练战斗人员，中国军事专家
在坦桑尼亚营地为莫桑比克培训了近万名战士; 为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从
1960 年 7 月起断绝了同南非联邦殖民当局的一切经济贸易关系③。这些扶危济困、慷慨无私的义举赢
得非洲人民的尊敬，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也给予支持。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
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表决时的 76 张赞成票中有 26 张来自非洲国家。④

表决结果公布后，非洲国家代表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的过道上载歌载舞，庆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
利。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情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⑤

社会情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善于把握历史大潮的趋势，使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反霸
的斗争中、发展振兴的征程上、纷繁复杂的变局中形成患难与共的政治情感、亲和友善的交往情感、慷慨
无私的互助情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情感力量。

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塑造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通过相互沟通对某种价值及其合理性
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和认同。价值共识是国际交往的前提和根据，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积极声援非洲反殖反帝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还“顺应时代潮流和各自
发展需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开展务实合作”⑥，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塑造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义
利相兼、以义为先，主持公道、捍卫正义等价值共识。

( 一)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价值共识
面对二战结束后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强调:“我们见到三个地方

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⑦“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
对儿子的关系。”⑧毛泽东主张对待非洲国家不论大小，秉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价值理念，其主要表
现为中国不以大国自居，坚持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

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政要及友人的谈话中，多次主动论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63 年 5 月 3 日，毛
泽东在同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问道:“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
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 如果有这种人，我
们要处分他们。”⑨几内亚代表团从中真切感受到毛泽东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在十
年内乱期间，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大国主义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我国驻非机构部分成员当中，

最突出的是我国援助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印染厂的英语翻译造反事件。从上海纺织系统派出的英语翻译
在坦桑尼亚工人中搞串连活动，宣传“造反有理”。�10 尼雷尔对这种不正常情况深为忧虑，为此在 1968
年 10 月第二次访华。毛泽东在会见尼雷尔时着重谈到英语翻译造反事件，说中国派到国外的人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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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这样的人发现一个撤回一个，决不姑息。① 尼雷尔深受触动，回国后他对我国驻坦大使说:“世界
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这样对待自己派出的专家和受援国。”②此外，有的驻非洲国家使馆和涉外人员滥
发毛主席语录、像章，支持驻在国的“左派”反对政府，引起驻在国领导人的疑虑和不安。③ 毛泽东及时
对这类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他始终坚信“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
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④。

毛泽东坚决反对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尊重他国的主权和独立。在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时，毛泽东对
部分工作人员在非洲犯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亲自解释，化解疑虑。1974 年 2 月，毛泽东先后会见赞比
亚总统卡翁达及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主动承认中国“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
家的人民”，犯过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提醒非洲朋友要注意，“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
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强调“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
去”⑤。毛泽东委托卡翁达及尼雷尔教育中国在非洲的工程人员，“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⑥。
外交部将毛泽东会见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内容整理为《外交通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通报，并要求
各单位负责人向广大干部传达。在毛泽东的多次解释下，非洲国家对中国是否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疑
虑有了明显减少，增进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价值共识。正如尼雷尔所说: “中国承认所有人的
人格和所有国家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力量是大还是小。”⑦

( 二)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共识
独立后的非洲形势依然严峻，非洲国家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仍难以摆脱对原宗主国的经济依

附。欧美国家为了更好地控制非洲，频频给予各式各样的施舍性援助，以培植各自在非洲的代理人，争
夺地区的主导权。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马里等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对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状况
极为忧虑，纷纷来华访问，希望同中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面对非洲政治独立国家的经济困境及其诉
求，毛泽东在同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及代表团的谈话中强调:“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

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⑧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对非援助及贸易关系，注重塑造义
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共识。

与西方大国把对非援助当作打开非洲大门的钥匙不同，毛泽东坚持“不排他”“无附加”“无特权”
的对非援助原则，并通过援建基础设施项目实现非洲的自力更生，帮助其发展民族经济。毛泽东始终
强调:“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⑨为了能够真正帮助非洲各国，毛泽东
要求援非的中国专家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向受援国的人员传授技术。1965 年 9 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几
内亚政府代表团说:“在几内亚的中国专家应该同那里的群众一道工作，要做到我们的专家走了，你们
的专家能接下手来。”�10比如，为适应坦赞铁路建设和运营的需要，中国施工专家组在五年多时间里，“为
坦赞两国培训了 1． 2 万多名技术工人，其中有 600 多名后来成为坦赞铁路局的技术骨干”�11。此外，对
非援助工作队伍坚决按照援外八项原则的要求，确保援外工程和设备的质量，并抽调人员组成项目质量
检查小组，“该组于 1973 年 4 月至 9 月先后赴索马里、坦桑尼亚、刚果、马里、几内亚五国，共检查了 55
个项目”�12，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进行重点检查，存在问题的则不论大小均给与补救或赔偿损失，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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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

了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共识。
独立之后，多数非洲国家受原宗主国对其产品的垄断和控制，普遍面临经济下滑、外汇储备短缺等

困难，有些非洲国家连可用于贸易的商品也难以为继，他们积极向中国寻求帮助。针对这一情况，毛泽
东主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非洲国家提供贸易援助。中国先后同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赤道几内亚、卢旺达、喀麦隆等 20 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支付协定，采取记帐贸易支付方式，解决
中非因外汇不足而导致难以进行现汇贸易的问题。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中国通过贸易贷款、经援贷
款、财政援助贷款、无偿赠款等方式，向非洲国家提供 1． 02 亿美元商品贷款①，给非洲国家提供商品援
助。中国积极进口非洲国家的商品，如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棉花、苏丹的阿拉伯胶、加纳的可可豆、
几内亚的咖啡和棕榈仁、摩洛哥的沙丁鱼罐头和磷酸盐; 对于非洲国家急需的绿茶、红茶、食品、冻牛羊
肉和轻纺产品等②，中国也尽量安排出口供应。以上都是中非之间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共识的生
动体现，对推动中非友好合作产生了积极作用。

( 三) 主持公道、捍卫正义的价值共识
20 世纪 50 － 60 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对苏伊士运河战争、阿尔及利亚民

族解放战争、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及刚果、黄金海岸、几内亚、喀麦隆、葡属非洲殖民地
的民族独立运动，都给予积极支持，塑造了主持公道、捍卫正义的价值共识。

毛泽东全力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主持公道、捍卫正义价值共识的典范。1956 年 6 月，

英国结束了占领埃及 74 年的历史。但是，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这个埃及的“国中之国”仍然掌握在英、
法殖民者的手中，大量利润依然流入英、法垄断资本家的腰包。譬如，1955 年该公司获纯利 1 亿美元，

而埃及仅分得其中 300 万美元，只占 3%。③ 在纳赛尔上台之后，埃及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政府决定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是埃及政府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维
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项坚决而勇敢的行动。埃及政府此举并没有否认及侵犯任何国家的权利，

政府在推行国有化的同时承诺保证运河的航行自由，并且准备给予公司的股东全部赔偿。④ 尽管如此，

西方国家仍表示强烈不满，英法于 1956 年 10 月 31 日对埃及发起武装侵略，苏伊士运河战争由此爆发。
毛泽东以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出发点，表示“全力支持埃及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⑤。
同年 9 月 17 日，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感谢中国在埃及恢复它在苏伊士运河的全部权
利和主权时所采取的崇高立场和所给予的坚决支持”⑥。毛泽东在致答词以及与拉加卜大使的谈话中
强调，“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
河主权的英勇斗争”⑦。

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埃及进行经济封锁，许多国家中断了与埃及的贸易往来。毛泽
东指出，“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
帮助”⑧。中国在继续履行已有的贸易合同的基础上，又与埃方达成多宗新的交易，并将 6000 吨豆类、
1000 多吨冻牛羊肉，以及大批钢材、粮食、矿石、棉籽油等急需物资运往埃及。⑨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
向埃及提供贸易援助款，同意将 2000 万瑞士法郎存入埃及国家银行，作为中国自埃及进口商品的预付
款项。�10 在中国的积极支持下，埃及人民赢得维护国家主权、抗击外族入侵的最后胜利。中国对埃及的
全力支持，塑造了主持公道、捍卫正义的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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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塑造的中非价值共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浮与淘洗依然质不变、色不褪，为建构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支撑。

三、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基本遵循

基本遵循指的是人们在开展实践活动时所要遵守的某种原则、规定或者规律。中国与非洲的交往
不仅要考虑到双方的情感基础和价值共识，也要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遵照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原
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声援与支持非洲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新高
度，尊重非洲国家的尊严和自主性，坚持以“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为出发点、以服务中非共同战略利益
为着眼点、以增进中非人民福祉为落脚点，将中非友好关系推向了历史新高度，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基本遵循。

( 一) 以“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为出发点
毛泽东将二战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并称这一时期为“全世界社

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①。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
反复强调各国情况不同，非洲人民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要遵循“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这一基本原则，
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② 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与非洲国家
开展紧密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毛泽东以“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为出发点，坚持“革命不能输出”③，并劝诫非洲国家领导人一定
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毛泽东在同来访的非洲友人谈到革命问题时多次强调，一个国家不可
能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不赞成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照搬中国的经验，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
政策。1957 年 5 月，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时指出:“我们
不要求外国同志学我们的做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习惯，生硬的抄袭是无益的。”④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
后试图摆脱西方统治范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谋求全新制度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毛泽东明确指
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
会主义，是要犯错误。”⑤他还强调，非洲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⑥。1961 年 8 月，来访的加
纳总统恩克鲁玛向毛泽东表明他这次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的目的，就是把加纳的命运投到社会主
义这一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方针、政策要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来制
订，不要照抄外国的。”⑦毛泽东始终坚持整个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
取外国援助为辅。

毛泽东以“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为出发点，为非洲人民找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与斗争方向。首
先，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要破除怕帝国主义迷信，破除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不行的迷信，“你们团结
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⑧。其次，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大国会议，跟它
们在桌子上谈; 另一条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反帝的斗争。再次，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
上重视敌人。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加速向非洲扩张和渗透，埃及、苏丹、安哥拉、扎伊尔和非洲
之角的国家开展了反对苏联“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毛泽东从更高的战略格局看待非洲的
独立解放事业，认为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就是对霸权主义最大的制约，提出“一条线”“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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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贡献

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特别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国
际矛盾斗争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在当时外部环境异常复杂的条件下清晰地指出了敌我友的关
系①。毛泽东这些深邃的论述，为非洲人民找到了团结合作的方向，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念。

( 二) 以服务中非共同战略利益为着眼点
非洲大多数国家是在极其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走上独立斗争道路的。新独立国家因国力有限，

在资金、技术、设备等各方面均力不从心，急需国外支援。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
立，毛泽东推动开展了系列援助外交工作。此时还需要别国帮助的中国不仅给非洲国家以经济技术援
助，而且比富裕国家更为慷慨地援助非洲国家。1956 － 1977 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 24． 76 亿
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的 58%。② 这是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的视角出发，站在支援非洲
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遵循服务中非共同战略利益原则的现实考量。

基于中非共同战略利益的整体谋划，中国援非项目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和公共建筑等领
域。其中，被誉为“友谊之路”“南南合作之路”的坦赞铁路就是一个典例。独立后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急需修建铁路。正如尼雷尔所说: “你们可能想不到修成这条铁路
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③然而，坦赞两国因自身技术落后，曾先后求助于西方国家和
苏联，均遭到拒绝，后来又求助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事关重大，中国进行了慎重研究。经周恩来总理
与陈毅副总理、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铁道部部长吕正超等同志共同讨论后，形成五点意见，并请示
毛泽东作出决定。外交部向周恩来提交了请示报告，周恩来作了如下批示: “呈主席、少奇同志审阅。
为援助非洲新独立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是提出援建铁路问题，我意应同
意，当否，请指示。”④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表示同意。

坦赞铁路全长 1860． 5 公里，从勘探到竣工整整 10 年，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9． 88 亿元人民币，共
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 100 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 5 万人次。⑤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首先，这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当时中国外交上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南
北夹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然而，美国抓住坦桑尼亚迫切希望修建坦赞铁路的需求，表
示如把中国人从桑给巴尔赶走，美国可以援建。尼雷尔义正词严地回应，“坦桑是讲道德、有尊严的国
家，绝不拿主权做交易，更不会伤害真正的朋友”⑥，毅然斩断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控制的魔爪。
其次，这是坦赞两国维护和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的战略
工程。坦赞铁路建成后，两国间的贸易获得巨大发展，外界的援助物资可以顺利地运抵反殖斗争最前
线，进一步增强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信心。再次，这是中非团结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人民无私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赞誉，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战斗
的、无私的友谊。卡翁达深为感动:“它将永远是中非团结的一个里程碑。”⑦

( 三) 以增进中非人民共同福祉为落脚点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 60 年代开始席卷整个非洲大陆，民族

独立国家日益增多，仅 1960 年就有 17 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帮助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
胜利并不是毛泽东对非援助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任
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命
脉依然掌握在殖民宗主国手里。⑧ 这要求中国援非主要内容应及时从帮助非洲国家独立向支持非洲国
家经济自立转变，并以增进中非人民共同福祉为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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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殖民统治中走出来的非洲国家最为紧缺的是生活必需品。毛泽东将人民疾苦看得高于一切。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发展部部长库亚特时说: “马里发展经济，可以从轻工业、农业开始，以
便积累资金，解决吃、穿、用的问题。”①会谈中，库亚特希望中国多派一些专家帮助马里生产日用品，并
向我国提出了援建纺织厂的请求，以解决马里人民的穿衣问题。1961 － 1965 年，中国向马里提供的援
款共折合 1． 4 亿元人民币( 至 1965 年末已交付 7100 万元) ，其中 9261 万元用于援建成套项目②。马里
总统凯塔表示，“中国帮助马里实施的项目是实实在在地为了发展马里的经济”③，真正惠及马里人民。
此外，自 60 年代起，中国向几内亚、坦桑尼亚、索马里、刚果( 布) 等非洲国家派遣农业专家、技术专家，

建设农业技术试验站、推广站，帮助当地成功试种茶叶、甘蔗、水稻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推翻了“马里
不能种植茶叶和甘蔗”“索马里不适宜种水稻”的断言; 援建茶叶加工厂、卷烟厂、火柴厂、糖厂、纺织印
染厂等，一批与非洲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项目陆续建成。此外，为帮助非洲国家解决人畜和生
产用水困难问题，中国先后向 20 多个非洲国家派出打井队，打井 4000 多眼④，切实解决了非洲民生之需。埃
塞俄比亚人民深情地说:“我们喝水时就会想念中国专家。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中国的帮助。”⑤

与非洲国家共克时艰、增进中非人民共同福祉是毛泽东援非的基本遵循。1974 年 2 月，毛泽东对
来访的卡翁达说，我们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并劝卡翁达也要帮助人民，对人民好，“没有人民就会垮
台”⑥。毛泽东强调援非项目中的技术、新的产品一旦试制成功，既可促进非洲发展，又可用于发展国内
生产，满足人民需求，一举两得。如 1973 年，经过上海印染九厂的不断试验，援外项目中的套色印花机
生产自动化攻关任务获得成功，不仅丰富了纺织印染的品种，而且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⑦

四、结 语

毛泽东一生未曾踏上非洲大地，但他对非洲的影响无处不在、历久弥新。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的
历史记忆、现实诉求与未来目标联结在一起，其中无疑也包含中非人民对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对非洲国家
无私援助的共同记忆。习近平指出，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
前进大势”⑧。毛泽东对非洲国家正义事业的鼎力支持和慷慨援助，使中非关系经历了外交上从零到
有、政治上从陌生到坚定、经济上从小到大的过程，使中非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
者。毛泽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情感基础、塑造价值共识、提供基本遵循，为新时代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启示: 首先，坚守中非情感基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当前，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定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要立足中非相
互依存、命运与共的事实，坚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续写中非人民相知相亲友谊新篇
章。其次，坚守中非价值共识，“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两
大文明在 21 世纪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要把握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顺
势而为，以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再次，坚守中非基本遵循，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传承，也是
历史责任。中非共赴合作之路，要以承认差异、维护共同的战略利益、共促人民福祉为基本遵循，始终同
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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